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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十七年散文的艺术缺陷

———以杨朔、秦牧、刘白羽散文三大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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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杨朔、秦牧、刘白羽被誉为当代散文三大家，他们在十七年期间创作的散文相当程度上体现着
那个阶段的散文风貌。本文试图在前人论述十七年散文艺术缺陷的基础上，从文化心理和散文的双重结构的
角度对杨朔、秦牧、刘白羽的散文进行分析，以找出十七年散文在艺术方面的一些不足。
［关键词］ 十七年; 散文三大家; 文化心理; 双重结构

［中图分类号］ I207． 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1122( 2011) 04 － 0026 － 03

［收稿日期］2011—10—28
［作者简介］蔡秋培( 1978 － ) ，男，广东湛江人，广州中山大学附属中学教师，文学硕士。

读“五四”时代的散文，接着读十七年的散文或者读
新时期的散文再回头读十七年的散文，总觉得十七年的散
文思想正确，感情充沛，时代感鲜明，但少有共鸣或者说读
不到一种推心置腹的真切感。也许，现在的读者没有处于
当时的境况，那种感受力削弱了。但何以“五四”时代的
散文现在读来还是那么真切? 那么受人们欢迎? 这说明
从建国到文革前的十七年散文确实存在着许多不如人意
的地方。虽然“双百”方针下出现了周立波的《灯》、老舍
的《养花》、魏巍的《我的老师》、丰子恺的《庐山面目》、姚
雪垠的《惠泉吃茶记》、菡子的《小牛秧子》、碧野的《天山
景物记》、贺敬之的《重回延安———母亲的怀抱》、韩北屏
的《伊犁河畔》等佳作，但总体上数量不多，而且歌颂基调
不变。而作为十七年散文创作的佼佼者: 当代散文三大家
杨朔、秦牧、刘白羽的作品———虽然人们对其评价不错，可
是也存在着十七年散文不可回避的艺术缺陷。

一

十七年散文创作可分为两个阶段: 1949 － 1956 年是
第一阶段，1957 － 1966 年是第二阶段。但这两个阶段的
散文创作总体上选材方面逃不出以下内容: 1．反映国家建
设和抗美援朝战争; 2．对祖国建设和美好风光以及英雄人
物的描写。如杨朔的《鸭绿江南北》、《万古青春》反映抗
美援朝;《海市》、《戈壁滩上的春天》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香山红叶》、《雪浪花》则写祖国锦绣河山和劳动人
民美好心灵。这种题材的单一化和狭窄化在无形中削弱
了“自我表现”的色彩。“自然，抒情散文创作，也便由以
‘自我表现’为主的‘个人的’抒情，演变为以反映大众斗
争生活为主的‘社会的’、‘时代的’记录。”［1］( p4) 在散文的
基调上，歌颂被摆在首要位置。这样，“作家只能从正面表

现人们昂扬、乐观的精神状态，而不能从多方面揭示人们
的内心世界，也不能探索人性、人生、人的生存困境和普通
百姓日常生活的酸甜苦辣”。［2］( p11) 如杨朔描写人们富裕
生活的《海市》和《蓬莱仙境》其实是创作于“大跃进”的饥
荒期; 刘白羽描写的英雄人物“浮于表面，缺乏细致、生动、
真实的心理刻画; 另一方面，把反面人物又写得一无是
处”;［3］( p256 － 257) 秦牧的散文则灌注“崇高、健康、先进、成
熟”的思想，偏重于阐释正面的道理，把历史掌故、艺文佳
话、科普知识、风土人情“串”起来展现给读者，缺乏抒情
的主体性。在结构上，一旦受到好评或自我感觉良好就倾
向于创作模式化。如佘树森在《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中
指出杨朔、秦牧、刘白羽的散文结构摆脱不了文章开头引
人入“境”，接着开拓与升华思想意境，最后点出所载的
“道”这样的“三大块”结构模式。特别是杨朔的“开头设
悬念，中间转弯子，卒章显其志”的构思套路受到很多人的
模仿，而诗意化和“形散神不散”的创作理论则被人们绝
对化，忽视了创作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再看看十七年散文
的写作风格，其总体上是延安散文审美风范的延续。即
“个性意识的淡化，群体意识的强化，散文从自我内心的观
照转向‘身外大事’的观照; 审美观念的削弱，功利观念的
强调，‘工具’论取代了‘自娱’论; 主观抒情成分减弱，客
观记叙成分增强，抒情小品体制让位给通讯特写体制; 以
文化‘现代化’为核心的‘西方热’消退，民族化、大众化运
动勃兴，散文由多元的横向借鉴转向单一的纵向继
承。”［4］( p49) 如刘白羽的作品《青春的闪光》、《珍珠》和《金
达莱》中“无疑都贯穿了‘我’，但大都是只有共性的‘大
我’，而缺少独具个性的‘自我’。因此，他常常来不及对
客观事物进行细致深入的观察与体验，写出自己真实、深
切、独特的内心感受，而急于以共同的政治理念来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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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5］( p59) 所以，给人以空泛的感觉。在散文创作的表现
手法上，十七年散文似乎只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
主义相结合”或者托物言志、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的表现手
法，其他的什么“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唯美主义”则
少有人探索。如杨朔的《雪浪花》、《荔枝蜜》、《泰山极
顶》、《茶花赋》中运用的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手法就受
到当时人们的竞相模仿和赞扬。
综上所述，可见在散文的题材、基调、结构、风格和表

现手法上，前人都指出了十七年散文存在的不足。

二

颂歌的基调，客观写实的手法，理想主义的精神以及
奋发激昂的风格在阅读十七年散文的过程中，我们是能够
体会得到的。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个传统的认识
上，而是应该把它放在更大的视野框架上去考察它。就整
个十七年散文来说，当我们从社会文化心理和散文双重结
构的角度去考察它时，会对这时期散文艺术缺陷有新的认
识。下面就杨朔、秦牧、刘白羽散文展开论述。
( 一) 十七年敌我分明的革命文化和讴歌新生活的社

会文化促成作家单纯的、封闭的甚至僵化的文化心理，而
这种文化心理直接影响到作家的创作运思、主题表现和情
感抒写

就当代散文三大家来说，无论是杨朔的“诗化体”、秦
牧的“杂文体”，还是刘白羽的“政论体”，他们在大一统的
文化心理作用下，创作运思、主题表现和情感抒写是相似
的。如秦牧散文在注重知识性及艺术性的融合下，在构思
上念念不忘思想性的介入，即“共产主义思想”的宣教或
正面道理的阐释。如他自认比较满意的《土地》一文，从
春秋时代晋国公子重耳亡命途中的故事，古代疆土封赠给
公侯的仪式到保卫土地的抗战爱国故事，再到劳动者怀念
乡土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改革，写了几千年的土地问
题，构思上脱离不开“保卫每一寸土地”，“让每一寸土地
都发挥它巨大的潜力”，“更加美好起来”的寓意。又如
《花城》一文中对广州太平路的花市描写杂糅着过年的风
俗，叙述其实很自然，但作者总不忘在文中嵌入“听着卖花
和买花的劳动者互相探寻春讯，笑语声喧，令人深深体味
到，亿万人的欢乐才是大地上真正的欢乐”，“你不禁会想
到各地的劳动人民共同创造历史的丰功伟绩”，“我们赞
美英勇的斗争和艰苦的劳动，也赞美由此而获得幸
福。”［6］( p35 － 36) 而杨朔在追求精巧的结构和诗化语言的同
时，也不忘在平凡的生活中提炼出动人的诗意———赞美祖
国秀丽河山和人民的美好心灵以及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故杨朔散文，艺术上精美玲珑，但显得有些雕琢拘
谨; 构思行文，很少变化，用之既多，便称为一种模
式。”［7］( p64) 如杨朔的代表作《荔枝蜜》、《茶花赋》和《雪浪
花》就是明显的例子。再看看刘白羽的创作运思，更突出
浓烈的政治文化，他说“从英雄的战争到沸腾的建设生活，
我的心随同时代脉搏而跃动，我也就一直继续写下来……
今后，在华主席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引导之下，有一分热
发一分光，我的急迫任务是赶紧投入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
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战斗洪流，写些新的东西，歌
唱火热的战斗，歌唱红色的中国。”［8］( p3) 如他的作品《北京

的春天》、《横断中原》、《在朝鲜的第一夜》、《从富拉尔基
到齐齐哈尔》、《青春的闪光》、《红玛瑙》、《日出》、《长江
三日》等，就是表现一种战斗的、昂扬的、奋斗的社会文化。
也正因为有国家“大我”不断膨胀的社会文化心理，

所以在主题表现和情感抒写上，杨朔、秦牧、刘白羽的散文
难免出现言不由衷和矫饰。他们要不唱时代赞歌，要不描
写重大题材，要不抒写劳动人民激越奋进的精神状态，即
使写景状物也不忘表现政治文化。这种创作文化主体的
缺失导致作品价值和功能的丢失，当然也就没有发挥出评
判社会的作用。如杨朔的《戈壁滩上的春天》、《西北旅游
散记》、《京城漫记》等反映现实生活的盲目乐观，而抒情
则是集体式的，缺乏个性和率真的精神。又如刘白羽的散
文“感情放纵，但节制不够; 议论过多，有时流于说教; 且有
的抒情、议论，同读者的认识稍有距离，给人以言过其实、
情浮于物之感，有点如隆隆雷声，撼人心旌，却不似点点雨
滴，渗人心脾。”［9］( p129) 最典型的要数他的《写在太阳初升
的时候》，本来书信是抒写内心自我深层感情的文体，这里
却变成作者报告式地对老伐木工支持革命，老曹闹革命和
农村人民走合作化道路的赞颂，自我的感情淹没在国家和
人民当中，作者说“ⅹⅹ! 你想到过吗? 这时我的心境是
多么开阔，多么幸福，我知道我亲眼所见的不只是一个团
山子，我觉得我看到整个祖国在繁荣富强，飞腾前进。我
觉得我眼前所见，正是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人民，在风掣电
闪地飞奔。”［10］( p177) 这种局限在宣传主流文化的主题在
《祖国欢呼的时刻》、《灯火》、《平明小札》等作品中也看得
到。再看看秦牧的散文，代表作《土地》、《花城》、《社稷坛
抒情》总看到作者把知识联缀成篇，不自然地去迎合当时
的文化，那种源于自身的独特感受和艺术追求很难发现，

故读他的十七年散文作品，总有点抒情虚饰的感觉。
从上面分析可见，文化的封闭，思想个性的桎梏，叙写

内容上不能自由; 形式上不能特立独行，散文这种主观色
彩浓厚的文体，也就没有文体上的解放和内心深层的抒
写，结果它的价值就遭到贬损。
( 二) 十七年散文在意蕴表达上并不注意对具体叙述

和表层文字的超越，叙述上单线条的直叙较多

按照结构主义的观点，叙事作品的结构可以分为两
层: 一层是显在结构，另一层是潜在结构。前者由叙述顺
序，作品各要素和各部分的连接贯通以及字面意义上的文
体结构组成; 后者则是对具体叙述和表层文字的超越。散
文也不例外，也存在着双重结构: 显在结构和潜在结构。
当我们阅读十七年散文三大家———杨朔、秦牧和刘白羽的
散文时，会发现其散文的显在结构很明显，表现在意蕴于
文字层面上的直白和袒露，叙述上单线条的平铺直叙较
多，而潜在结构表现出的暗示、象征、隐喻几乎没有。如秦
牧的名篇《社稷坛抒情》叙述上摆脱不了传统的扶今追
昔，托物言志的笔法，显在结构是历史遗迹———社稷坛中
体现四方和五行的唯物主义观念和劳动人民开辟土地的
艰辛和渴望祖国的统一富强，这种意蕴在文中毫无保留地
呈现出来，如“这种‘大地茫茫＇的心境，是和对于自然之谜
的探索和对于人间疾苦的愤概联结在一起的。”“把世界
万物的本源看做是木、火、金、水、土五种元素相互作用产
生出来……他们正是古代的略具雏形的唯物主义者!”
“瞧着这个紧紧拼和起来的五色土坛，一个人也会想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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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的统一……啊，做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的子孙是多么
值得自豪的一回事! 做今天的一个中国的人民是多么值
得快慰的一回事! 回溯过去，瞻望未来……我真爱北京这
座发人深思的社稷坛!”又如《秋林红果》直接叙写山楂的
各种好处，对于它的深层意蕴，作者不是用暗示或象征，而
是迫不及待地抒发“它又像外表平凡，实际却很卓越的人
物。这样的人，往往不声不响，藏身在群众之中……有些
人，一二十年如一日，天天奉公上班，从不告假……有些
人，在地里挖到了大量金银，大公无私地都把它献给国家
……有些人，做了一辈子眼科大夫，临终时还立下遗嘱，死
后把眼珠捐献给眼科医院……你这样一推敲，就越发觉得
这类人物的崇高伟大。”这样直接呈现意蕴的例子在《花
蜜和蜂刺》、《榕树的美髯》、《天坛幻想录》、《华族与龙》
等作品都可以看到。接着我们看一下杨朔的散文，他不寻
求深层次的表现与象征，文章的意蕴在比喻手法的运用下
呈现在文中，如《香山红叶》中“这不是一般的红叶，这是
一片曾在人生中经过风吹雨打的红叶，越到老秋，越红得
可爱。不用说，我指的是那位老向导。”( p72)《雪浪花》中
“我觉得，老泰山恰似一点浪花，跟无数浪花集到一起，形
成这个时代的大浪潮，激扬飞溅，早已把旧日的江山变了
个样儿，正在勤勤恳恳塑造着人民的江山。”( p154)《泰山极
顶》中“同志，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其实我们分明看见
另一场更加辉煌的日出。这轮晓日从我们民族历史的地
平线上一跃而出，闪射着万道红光，照临到这个世界上。
伟大而光明的祖国啊，愿你永远‘如日之升 ＇!”( p129)《黄河
之水天上来》中“这数不尽的人群汇合成一条急流，真像
黄河之水天上来，浩浩荡荡涌向天安门去。我觉得，每个
人都可以跟传说中的神话人物大禹媲美。”［11］( p100) 杨朔的
游记如《永定河纪行》、《京城漫记》、《海市》、《西北旅途
散记》或者写人记事的《滇池边上的报春花》、《海天苍
苍》、《百花山》等则在结尾或文章中直接点出主旨，作为
读者是不用花心思去思考文中的潜在结构和揣度其深层
内涵的。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刘白羽的散文。他在《创作
我们时代的新散文———在上海一次创作座谈会上的讲
话》中指出“我们应该把时代最先进的革命思想、最生动
的艺术形象，引进文学作品中来，给散文以新的生命、新的
青春，使它更光辉灿烂，蓬勃发展。”“我们有理由期望，我
们的散文，应当充分地反映我们伟大时代的风貌与光辉。
它是壮丽生活的赞歌，它是战斗生活的号角。”正因为有这
样的创作思想，所以我们看到刘白羽的散文取材相近，文
中革命的乐观主义和昂扬的英雄气概“汹涌澎湃”，直白
袒露，即使像《日出》、《长江三日》、《樱花》等描写自然景
物的散文，他也把意蕴引入时代的政治轨道，当然我们也
就不用去挖掘它的潜在结构了。由上面的分析可见，杨
朔、秦牧和刘白羽的散文在意蕴表达上并不注重对具体叙

述和表层文字的超越，他们更倾向于直接呈现自己的意
图。

三

综上所述，十七年散文创作虽然在“双百”方针的鼓
励下出现了一些佳作，但从艺术上来说也存在着那个阶段
不可跨越的缺陷，这个从阅读当代散文三大家———杨朔、
秦牧、刘白羽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得到。从传统的散文批评
观来看，首先是取材的狭窄: 不是反映国家建设和抗美援
朝战争; 就是描写祖国建设、美好风光和英雄人物; 其次，
在基调上，歌颂被摆在首要位置，忽视对人性、人生和老百
姓真实生存困境的探索; 在文章结构上，倾向于创作模式
化，而诗意化创作套路和“形散神不散”的创作理论被奉
为经典; 在风格上，总体上是“延安散文”审美风范的延
续; 在表现手法上，盛行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
结合，托物言志、借景抒情、情景交融则在写景状物的散文
中广为运用。换个视角，若从文化心理来看，十七年敌我
分明的革命文化和讴歌新生活的社会文化导致作家单纯
的、封闭的甚至僵化的文化心理，而这种文化心理直接影
响到散文创作者的创作运思、主题表现和情感抒写，如杨
朔的“诗化体”、秦牧的“杂文体”，刘白羽的“政论体”，他
们的作品艺术的缺陷表现在对当时政治文化的大力渲染，

主题单一，抒情矫饰，缺乏客观评判社会的价值和功能。
从艺术意蕴表现的纵深来看，由于喜欢叙述上的单线条直
叙和倾向于意蕴层面上的直白和袒露，所以在散文意蕴
上，他们潜在的可供挖掘的深层含义有限，当然读起来显
得单调甚至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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